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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景观格局的武汉市江夏区土地利用生态风险评价
侯 蕊,李红波,高艳丽

(华中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武汉430070)

摘 要:土地利用生态风险评价是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工作基础,对于优化区域生态安全格局具有重要意

义。基于2000—2015年4期遥感影像解译数据,对武汉市江夏区土地利用时空格局动态变化进行了分析,通过划分

空间格网构建基于景观格局的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指数,对研究区生态风险时空变化特征进行评价,进而探究不同土

地利用类型下的生态风险演变规律及其响应弹性机制。结果表明:(1)江夏区主要土地利用类型为耕地和水域,在研

究期内8.41%的耕地转出为建设用地,集中分布在江夏区北部,并呈现不断向周围扩张的态势。(2)研究区各时期土

地利用生态风险在空间上整体分异显著,呈现集聚效应,局部空间差异也呈扩大趋势。(3)15年来,研究区整体生态

风险增大,生态风险指数平均值由0.1174上升到0.1908,低生态风险区面积占比从49.81%下降到0.01%,其他各级

生态风险区面积表现为不同程度的增加。(4)耕地、建设用地、水域受生态风险胁迫程度较轻,未利用地的生态风险

最高。同时,地类变化对生态风险的影响程度在不断减弱,生态风险的影响因子更趋于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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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RiskAssessmentofLandUseinJiangxiaDistrictof
WuhanBasedonLandscapePattern

HOURui,LIHongbo,GAOYanli
(CollegeofPublicAdministration,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Wuhan430070,China)

Abstract:Ecologicalriskassessmentoflanduseisabasisforthesystematicmanagementofmountains,rivers,

forests,farmlands,lakesandgrasslands,andisofgreatsignificanceforoptimizingtheregionalecologicalsecurity
pattern.Basedontheinterpretationdataofremotesensingimagesfrom2000to2015,weanalyzedthespatialand
temporalpatternsofland-usedynamicchangesinJiangxiaDistrictofWuhan,andthenusedthespatialgridtocon-
structland-useecologicalriskindexinJiangxia,whichbasedonlandscapepattern,inordertoexplorethespatialdis-
tributionandvariationcharacteristicsofecologicalrisks.Next,weexploredtheevolutionprocessofecologicalrisk
underdifferentlandusetypesanditsresponseelasticitymechanism.Theresultsareshownasfollows.(1)The
mainlandtypesinJiangxiaDistrictwerecultivatedlandandwaters.Duringthestudyperiod,8.41%ofthe
cultivatedlandwaschangedintoconstructionland,whichconcentratedinthenorthernpartofJiangxiaand
graduallyexpandedtothesurroundings.(2)Thespatialdistributionofland-useecologicalriskswereobvi-
ouslydifferent,andshowedtheagglomerationeffect.Inaddition,thelocalspatialdifferencewasalsoin-
creasing.(3)Inthepast15years,theoverallecologicalriskofthestudyareahadincreased.Theaverageval-
ueoftheecologicalriskindexhadincreasedfrom0.1174to0.1908.Thearearatiooflow-levelecological
riskzonehaddecreasedfrom49.81%to0.01%.Theareaofother-levelsecologicalriskzonehadincreasedin
differentextent.(4)Arableland,constructionland,andwaterareawerelessthreatenedbyecologicalrisks,

andtheecologicalriskofunusedlandwasthehighest.Inaddition,theimpactoflandusechangeonecologi-
calriskcontinuedtoweaken,andtheimpactfactorsofecologicalriskweremorediversified.
Keywords:landecological;landscapepattern;ecologicalriskassessment;JiangxiaDistrict



  生态风险评价是用来描述和评估人为活动、环境

污染和自然灾害对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产生不利影

响的可能性及其大小的过程[1-5],是山水林田湖草生

命共同体安全研究的基础。基于景观格局的土地利

用生态风险评价则是以土地利用/覆被变化为诱因,
直接从景观的空间格局角度来定量识别和评估生命

共同体的生态本底安全风险,成为当前景观生态风险

评价领域的研究热点。
土地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

其利用方式与程度不仅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更直接作用于土壤、大气、水文等自然地

理要素,从而对区域生态环境产生影响[6]。在人类活

动占主导地位的区域内,由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和强

度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具有区域性和累积性的特

点,并能够在生态系统的结构和组成上得以体现[7-8]。
许多已有研究表明: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UCC)与
生态风险密切相关,并对区域生态风险起着决定性作

用[9-10]。景观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其空间异质性且景

观是人类活动的基本单元,因此景观尺度可作为研究

人类—环境耦合系统的重要尺度应用于生态风险评

价[11-12],目前已在国内外进行了大量研究。Paukert
等[13]从土地利用变化和景观结构角度构建了景观尺

度上的生态风险指数。Ayre等[14]基于贝叶斯网络

模型,对美国俄勒冈州森林景观进行生态风险评价。
刘世梁等[15]建立基于景观格局和生态学过程的综合

景观生态风险指数,对云南省红河流域景观生态风险

进行分析。吕乐婷等[16]构建景观生态风险指数,对
细河流域生态风险的时空分布特征进行评价。石玉

琼等[17]将景观格局和植被生产力结合对榆林市景观

生态风险进行评价。李青圃等[18]从“自然—人类社

会—景观格局”3个维度对景观生态风险评价的基础

上进行流域景观格局的优化。从已有研究来看,在评

价对象 上 既 有 流 域[18-19]、行 政 区[20-21]、沿 海 区 域

等[22-23]人类活动影响较大的区域,也有农牧交错

带[24]、水土流失地区[25]、自然保护区等[26]生态脆弱

区域。在评价方法上大多基于风险源汇和景观格局

两种方法,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还有学者基于生态

系统服务进行景观生态风险评价[27]。当前,关于生

态风险评价研究主要侧重于描述生态风险的时空分

布特征方面,而将土地利用与生态风险变化相结合,
对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下的生态风险演变规律及生态

风险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响应弹性方面缺乏深入探究。
在我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之下,面向生

命共同体系统治理的土地利用生态风险评价显得尤为

重要。江夏区作为武汉市的近郊区,区域内山水林田湖

草各自然要素同样构成一个生命共同体,由于近来年受

快速城镇化发展影响,景观生态功能受到一定程度的破

坏,区域面临生态风险升高的趋势。本文以武汉市江夏

区为研究区域,以空间格网为评价单元构造基于景观格

局的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指数,对土地利用变化引起的

生态风险时空特征进行分析与评价,并进一步探究不

同土地利用类型下的生态风险演变规律及其响应弹

性机制。研究结果可为区域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

及提高生态风险预警能力提供参考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江夏区作为武汉市的南大门,属于武汉“1+8”城
市圈南部枢纽,位于长江中游南岸,总面积2018
km2,将近占武汉市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地理位置

114°01'—114°35'E,29°58'—30°32'N。地形以平原

为主,属中亚热带过渡性湿润季风气候。全区水面面

积约500km2,境内共有大小湖泊23个,湖泊面积大

约占武汉市所有湖泊总面积的50%。
“十三五”以来,江夏区以“生态立区、工业兴区、

创新强区”为发展战略,加快建设武汉市南部生态新

城,充分发挥江夏作为武汉市生态控制区的重要生态

屏障作用。江夏区在近十几年来城镇化建设进程明

显加快,土地利用结构发生了巨大改变,并由此产生

山水林田湖草景观格局趋于破碎化和异质化,从而导

致生态系统结构面临失衡,生态风险增加。因此,以
江夏区为研究对象,从景观生态格局视角下进行土地

利用生态风险的评估对于江夏区权衡生态保护与经

济发展的关系,更好地贯彻落实其发展战略,积极探

索未来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利用地理空间数据云平台(http:∥www.

gscloud.cn)下载的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
年4期 LandsatTM/OLI遥感影像作为数据源在

ENVI5.2中进行数据预处理,包括辐射定标、大气校

正、图像融合、图像裁剪等,并用最大似然法对4期影

像进行监督分类,参考土地利用现状分类标准(GB/

T21010—2007)将区域内土地分为耕地、林地、草地、
水域、建设用地、未利用地6种土地利用类型。然后

结合实地调研进行目视修改,并选取一定数量的验证

样本采用混淆矩阵法进行精度评价,结果显示Kappa
系数均达到80%以上,符合解译精度要求。最后得

到分辨率30m的土地利用分类结果见附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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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土地利用变化度量指标

土地利用动态度是用来描述某一时间段内区域

的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面积变化情况的指标[28],以
表现区域土地利用的剧烈程度及不同类型间、不同时

段内或不同区域间的差异情况。本文计算了2000—

2015年不同时段内武汉江夏区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的单

一土地利用动态度及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以分析研究

区的土地利用变化情况。计算公式分别如下所示:

K=
Ub-Ua

Ua
×
1
T×100%

(1)

式中:K 表示在研究时段内某一土地利用类型的动

态度;Ua,Ub分别为研究期初、期末某一土地类型的

面积;T 为研究时段长度,通常以年为单位。

LC=
∑
n

i=1
ΔLUi-j

2∑
n

i=1
LUi

×
1
T×100%

(2)

式中:LC为研究时段内区域的综合土地利用动态

度,表示所有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的整体情况;LUi为

研究起始年时第i类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ΔLUi-j

为研究期内第i类土地利用类型转化为其他类型面

积的绝对值;T 为研究时段长度。

2.3 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指数的构建

为了提高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的评价精度,并将不

同位置的生态风险指数值在空间上进行可视化表达,
本文利用ArcGIS的渔网分析功能,采用等间距网格

采样法,将每一网格作为风险指数评价的样本单元,
对研究范围内进行土地利用生态风险评价。借鉴已

有研究[21],渔网大小宜为平均斑块面积的2~5倍,
本文划分2km×2km格网,得到581个生态风险样

本小区,计算每一个小区内的生态风险指数值,并将

其作为样本中心点的生态风险水平,然后利用空间插

值得到整个研究区的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水平。参考

前人研究[29-31],本文引入景观干扰度、脆弱度和损失

度指数,通过指数间的叠加来构建江夏区土地利用生

态风险评价体系(表1)。
景观生态风险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ERIk=∑
N

i=1

Aki

Ak
×Ri (3)

式中:ERIk为第k 个生态风险小区的土地利用生态

风险指数;Aki为第k 个风险小区内土地利用类型i
的面积;Ak为第k个风险小区的面积;Ri为景观损失

度指数;N 为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
表1 景观格局指数计算方法及含义

指数 计算公式及解释

景观破碎度指数Ci
Ci=ni/Ai;用来描述区域内某一景观类型在给定时间上斑块的破碎化程度,其值越高,表明景观单元内部稳定
性越低,斑块间异质性和不连续性越高

景观分离度指数Ni
Ni=li×A/Ai,li=

1
2

ni

A
;用来描述某一景观类型中不同斑块间的分离程度,分离程度越大,表明景观类型

在区域内分布越离散,破碎化程度也相应较高

景观优势度指数Di
Di=

(Qi+Mi)
4 +

Li

2
;用来描述某类型斑块在景观中的重要性程度,其值越高,表明景观类型对整个景观格局的

影响程度越大

景观干扰度指数Si
Si=aCi+bNi+cDi;用来描述不同景观类型所在的生态系统受人类活动的干扰程度大小。a,b,c 为相应景观
指数的权重,且a+b+c=1,根据前人研究成果,分别赋予a=0.6,b=0.3,c=0.1的权重

景观脆弱度指数Fi
用来表示不同景观类型遭受到外界干扰后的敏感程度。本研究对6种景观类型脆弱度指数赋值为未利用地6,水
域5,耕地4,草地3,林地2,建设用地1,并经过归一化获得景观脆弱度指数Fi

景观损失度指数Ri Ri=Si×Fi;用来表示不同景观类型所代表的生态系统在受到自然和人为干扰时其自然属性损失的程度

注:ni为景观类型i的斑块数;Ai为景观类型i的总面积;A 为景观总面积;li 为景观类型i的距离指数;Qi=斑块i出现的样方数/总样方数;Mi

=斑块i的数目/斑块总数;Li=斑块i的面积/样方总面积。

2.4 空间统计学方法

空间自相关分析是研究某一空间变量在空间上

是否存在相关性及相关程度如何,因此土地利用生态

风险指数作为一种空间变量,可以对其进行空间自相

关分析,以研究生态风险的空间分布特征。本文采用

全局 Moran'sI和局部 Moran'sI 两种指标分别测

度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指数的整体空间分布格局和局

部空间差异特征。
由于空间插值的前提是数据具有较高的空间自

相关性,因此本文在空间自相关分析的基础上利用

ArcGIS的地统计分析模块采用指数模型进行半变异

函数拟合,然后采用普通克里金插值法得到4期土地

利用生态风险指数值的空间分布,基于自然断点法将

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分成5个等级:Ⅰ低生态风险区

(ERI≤0.1)、Ⅱ较低生态风险区(0.1<ERI≤0.2)、Ⅲ
中生态风险区(0.2<ERI≤0.3)、Ⅳ较高生态风险区

(0.3<ERI≤0.4)、Ⅴ高生态风险区(ERI>0.4),以进

一步研究生态风险等级的时空演变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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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响应弹性分析法

弹性表示为因变量的相对变化与自变量相对变

化的比值,揭示因变量对自变量变化的敏感程度。本

文借鉴微观经济学中的弹性理论,引入弹性系数分析

江夏区 生 态 风 险 对 土 地 利 用 变 化 的 响 应 弹 性 特

征[20]。计算公式如下:

ERC=
(ERIb-ERIa)/ERIa

LC
(4)

式中:ERC表示T 时段内生态风险对土地利用变化

的响应弹性系数;ERIb和ERIa分别为研究期末和期

初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指数;LC为T 时段内综合土地

利用动态度。

3 结果与分析

3.1 土地利用变化情况分析

3.1.1 土地利用结构变化 在土地利用分类图基础上

汇总得到各土地利用类型面积(表2)。整体上,江夏区

土地利用类型以耕地和水域为主,二者占总面积的80%
以上。2000—2010年江夏区地类按面积大小依次为耕

地、水域、林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草地,2010—2015
年建设用地面积超过了林地面积。研究期内耕地不断

减少,面积比例从63.03%减至57.04%,建设用地变

化与之相反,面积比例从3.41%增至9.36%。草地和

林地面积也在减少,但是变化幅度较小,水域和未利

用地二者波动变化,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3.1.2 土地利用速度变化 根据公式(1—2),计算

得到江夏区每个时间段内的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与

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表3)。可以看出3个时间段内建

设用地的土地利用动态度均为最大,分别为9.39,2.65,

13.00,且在2010—2015年扩张速度最快;耕地、林地、草
地的动态度均为负数,表明三者面积始终减少,且耕

地和林地在2010—2015年减少最快。3个时段内江

夏区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分别为0.45,0.14,0.74,表
明在2010—2015年这个时段内研究区整体土地利用

类型间变化最为活跃。

3.1.3 土地利用方向变化 将相邻两期土地利用类型

矢量图层在ArcGIS中进行叠加,并利用Excel的数据透

视表功能计算得到2000—2015年江夏区土地利用转移矩

阵(表4)。所有土地利用类型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转化,
耕地是土地利用主要转出类型,转出为建设用地10699.67
hm2,占转出比重的87.83%;转出为水域1347.79hm2,占
转出比重的11.06%。建设用地是土地利用的主要转入类

型,其面积增加的来源类型多样,其中有88.49%来源于耕

地,是建设用地最主要的转入来源。而草地、林地、水域和

未利用地的所有转移类型中,转出为建设用地分别占其转

出比重的56.01%,79.17%,77.87%,61.14%。2000—2015
年土地利用类型转移特点表明随着江夏区的城市化进程

不断加快,耕地、林地、草地、水域等生态用地均存在转出

为建设用地的现象,使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而生态风险加

大,人类生存环境将面临潜在威胁。
表2 江夏区2000-2015年土地利用变化

年份 项目 草地 耕地 建设用地 林地 水域 未利用地

2000
面积/hm2 2672.76 127192.08 6879.91 12620.06 49649.87 2791.13
比例/% 1.32 63.03 3.41 6.25 24.60 1.38

2005
面积/hm2 2501.08 123066.67 10111.15 12496.87 50919.71 2712.95
比例/% 1.24 60.98 5.01 6.19 25.23 1.34

2010
面积/hm2 2404.50 121817.13 11452.68 12483.11 50910.57 2736.29
比例/% 1.19 60.36 5.68 6.19 25.23 1.36

2015
面积/hm2 2330.98 115117.89 18894.76 12197.16 50617.71 2645.80
比例/% 1.16 57.04 9.36 6.04 25.08 1.31

表3 土地利用动态度变化

年份 草地 耕地 建设用地 林地 水域 未利用地 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

2000—2005 -1.28 -0.65 9.39 -0.20 0.51 -0.56 0.45
2005—2010 -0.77 -0.20 2.65 -0.02 0.00 0.17 0.14
2010—2015 -0.61 -1.10 13.00 -0.46 -0.12 -0.66 0.74

  将不同研究时段内地类转换面积较大的前6种

进行提取并空间可视化。从分时段来看,耕地转出为

建设用地一直是面积最大、分布最广的转移类型。

2000—2005年,耕地转出建设用地集中分布在江夏

区的北部城区,由原来的中心区向东部及东北方向扩

展;耕地转出为水域散落分布在江夏区的西部、东部

及南部。2005—2010年耕地转出建设用地仍向东部

和东北部靠近洪山区的范围扩展,但与上一个时间段

相比,建设用地扩展的范围与面积显著减小。2010—

2015年耕地转出建设用地面积显著增大,而且扩展

方向开始向江夏区的中南部、西部、东北部进一步延

伸。从整个时间段来看,建设用地的转入来源类型多

样且转移面积较大,北部建设用地增长规模较南部明

显,庙山、藏龙岛、纸坊、金口为扩张较快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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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2000-2015年土地利用类型转移矩阵 hm2

土地利用类型 草地 耕地 建设用地 林地 水域 未利用地 2000年

草地 2319.83 6.88 197.57 52.06 75.65 20.59 2672.58
耕地 7.19 115005.77 10699.67 110.60 1347.79 17.08 127188.10

建设用地 0.54 22.42 6802.16 42.65 11.45 0.61 6879.83
林地 2.25 29.04 498.85 11989.95 99.08 0.88 12620.05
水域 0.76 46.86 521.52 1.37 48980.10 99.24 49649.84

未利用地 0.14 6.32 173.46 0.53 103.28 2507.40 2791.13
2015年 2330.71 115117.29 18893.22 12197.16 50617.35 2645.80 201801.54

3.2 江夏区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时空变化分析

3.2.1 景观格局指数变化分析 基于Fragstats和

Excel软件,根据表1中所列公式分别计算2000年、

2005年、2010年、2015年各土地利用类型的景观格

局指数,并进一步分析其变化规律(表5)。可以看出

15a来,各景观类型斑块数目均表现为不同程度的增

加,直接影响景观破碎度指数、分离度指数。建设用

地由于面积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斑块数目增长速度,
导致其破碎度指数、分离度指数不断减小,表明建设

用地各斑块趋向于集中连片式发展,集聚程度增强、

内部稳定性增大。耕地作为区域的优势景观类型其

优势度指数最大,其他地类优势度指数变化不显著。
从各地类所受干扰程度来看,林地、草地、未利用地的

干扰度指数较大且随时间递增,建设用地的干扰度指

数随时间逐渐减小。从损失度指数来看,未利用地的

损失程度最大,且表现为不断增大的趋势,主要原因

是未利用地的破碎度和分离度指数不断增大导致干

扰度相应变大,另外,未利用地的脆弱度指数最高也

是其损失度大的原因,建设用地由于近年来的规模化

集聚扩张、抗干扰能力的提高,景观损失度减小。
表5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景观格局指数计算结果

土地利用类型 年份 斑块数 破碎度 分离度 优势度 干扰度 脆弱度 损失度

耕地

2000 72 0.0567 0.1500 0.5626 0.1353 0.1905 0.0258
2005 448 0.3643 0.3866 0.5919 0.3938 0.1905 0.0750
2010 510 0.4190 0.4167 0.5932 0.4357 0.1905 0.0830
2015 811 0.705 0.5561 0.5950 0.6493 0.1905 0.1237

林地

2000 691 5.4484 4.6556 0.2786 4.6936 0.1429 0.6705
2005 727 5.7887 4.8224 0.2573 4.9457 0.1429 0.7065
2010 733 5.8435 4.8481 0.2547 4.9860 0.1429 0.7123
2015 776 6.3312 5.1051 0.2452 5.3548 0.1429 0.7650

草地

2000 77 2.8766 7.3634 0.0585 3.9408 0.0952 0.3753
2005 110 4.3908 9.4036 0.0595 5.4615 0.0952 0.5201
2010 127 5.2706 10.5053 0.0601 6.3200 0.0952 0.6019
2015 133 5.6952 11.0924 0.0583 6.7507 0.0952 0.6429

水域

2000 219 0.4410 0.6694 0.3604 0.5015 0.2381 0.1194
2005 261 0.5126 0.7128 0.3630 0.5577 0.2381 0.1328
2010 263 0.5167 0.7156 0.3619 0.5609 0.2381 0.1335
2015 284 0.5612 0.7480 0.3589 0.5970 0.2381 0.1421

建设用地

2000 551 7.9528 7.6101 0.2436 7.0791 0.0476 0.3371
2005 577 5.6812 5.3126 0.2422 5.0267 0.0476 0.2394
2010 592 5.1492 4.7536 0.2498 4.5406 0.0476 0.2162
2015 646 3.4129 3.0161 0.2770 2.9803 0.0476 0.1419

未利用地

2000 73 2.6139 6.8718 0.0629 3.6362 0.2857 1.0389
2005 92 3.3884 7.9351 0.0636 4.4199 0.2857 1.2628
2010 94 3.4324 7.9521 0.0638 4.4514 0.2857 1.2718
2015 113 4.2645 9.0111 0.0637 5.2684 0.2857 1.5053

3.2.2 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空间自相关特征 根据公

式3计算得到各风险小区的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值,导
入GeoDa软件得到 Moran'sI 散点图和LISA集聚

图(图1,图2)。从全局空间自相关 Moran'sI 值看,
四期 Moran'sI值分别为0.4864,0.4937,0.4853,

0.5098,值均为正数且呈上升趋势,表明土地利用生

态风险有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存在集聚效应。从局

部空间自相关的LISA集聚图看,土地利用生态风险

高值集聚区主要位于建成区中心附近林地、草地所在

区域和东部梁子湖附近未利用地,建成区附近的林

地、草地受外界干扰度大,尤其是建设用地的转入影

响,破坏了原有景观的稳定性,使景观损失度增加;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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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集聚区分布较广,主要分布在西部、中东部,此区域

以水域和耕地为主,受外界干扰程度小,低值集聚区

在2010—2015年向东部牛山湖附近转移,集聚程度

增强。总体来看,江夏区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强度整体

分异显著,局部空间差异也在扩大。

3.2.3 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时空分布格局 将各风险

小区中心点风险指数值进行克里金插值,得到江夏区土

地利用生态风险等级时空分布图(图3)。四期生态风险

均值分别为0.1174,0.1570,0.1636,0.1908,区域土地利

用生态风险整体呈上升趋势。2000年,低生态风险区面

积将近占研究区总面积的一半,2005年之后,较低生态

风险区所占比重最大,低生态风险区面积占比从2000年

的49.81%下降到2015年的0.01%,而其余4类等级生

态风险区面积均较2000年不断上升。

图1 江夏区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指数 Moran'sI散点图

图2 江夏区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指数LISA集聚图

图3 2000-2015年江夏区土地利用各生态风险等级分布

  从空间分布上来看,低生态风险区和较低生态风

险区分布广泛,高生态风险区呈团状集聚分布在江夏

中心城区青龙山林场附近与东部、东北、西南部分区

域,与局部空间自相关的“高—高”集聚区在位置上大

致重合。此区域林地、草地、未利用地分布较广,并且

为追求经济发展,大量林地、草地开发成建设用地,破
坏了原有景观的自身稳定性,景观受外界干扰易损程

度大,生态风险升高。从整个研究时段来看,低生态

风险区转为较低生态风险区是最主要的转换形式,还

存在着高生态风险区随时间逐渐向外层推移扩大的

趋势,表明此处风险升高较快,需要重点加强监管力

度,防止其生态进一步退化,以维持区域环境的稳定。

3.2.4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下的生态风险演变规律 
分别将每一期的土地利用类型图与生态风险等级图

进行叠加,统计汇总出每种土地利用类型下各生态风

险等级所占的面积比例(图4)。2000年有92.8%的

耕地分布在低生态风险区和较低生态风险区,2015
年下降到73.33%。林地、草地景观类型主要分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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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和高生态风险区占比不断加大。水域景观主要

分布在较低生态风险区,主要是因为其干扰度和损失

度较小,所受生态风险较低。建设用地主要分布在较

低生态风险区和中生态风险区,且随时间变化较高生

态风险区和高生态风险区占比有减小趋势。原因是

随着城市化发展,建设用地从无序零散状态向有序规

模演变,系统内部稳定性提高,受人类干扰后损失度降

低,导致生态风险的降低。未利用地2000年有46.8%的

面积分布在高生态风险区,到2015年其比重达到

65.5%,主要原因是未利用地干扰度、脆弱度和损失度指

数均较高,且随时间呈递增态势,表明未利用地的生态

风险系数不断提高,需要加强保护监管力度。

图4 江夏区2000-2015年不同地类下的生态风险变化

3.2.5 生态风险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响应弹性分析 
由表6可知,生态风险随着土地利用变化的响应弹性

在不同时段内其响应效果也呈现差异变化。3个时

期生态风险对土地利用变化均表现为正响应,即土地

利用变化造成了生态风险的增加,且3个时段响应弹

性系数持续减小,表明研究区内土地生态系统风险水

平趋于稳定,土地利用变化不再是作为区域生态风险

增加的主要驱动因素,虽然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
耕地的大规模转出,造成江夏区内生态风险强度不断

增加,但其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响应弹性却表现为不断

减小,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的影响因子由于更加复杂多

变的外在环境而趋于多元化。
表6 2000-2015年江夏区生态风险对土地利用变化的

响应弹性

年份 响应弹性系数

2000—2005 0.7496
2005—2010 0.3003
2010—2015 0.2247

4 讨论与结论

(1)研究期内,江夏区6种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

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对应着城镇、农业、生态空

间的变化。在2010—2015年期间,各地类间转移变

化最活跃。耕地面积与建设用地面积的变化趋势相

反,耕地面积持续减少,而建设用地面积持续扩张,

15a来共有8.41%的耕地转出为建设用地,且集中

分布在研究的北部。耕地作为优势景观类型,对维持

区域山水林田湖草景观生态格局发挥着重要作用。
(2)4个时期江夏区全局自相关 Moran'sI值分

别为0.4864,0.4937,0.4853,0.5098,土地利用生

态风险在空间上正相关性增强,具有明显的集聚效

应。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局部自相关格局的高—高集

聚区与低—低集聚区随时间推移其空间分布特征发

生变化,表明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在空间上整体分异显

著,局部空间差异也在扩大。
(3)研究区整体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处于较低等

级。2000—2015年,较低、中、较高、高生态风险区面

积分别增加了32.6%,12.22%,3.37%,1.6%,低生态

风险区面积减少了49.8%,且高生态风险区在空间上

呈团状集聚分布,并表现为逐渐向外层推移扩大的趋

势,表明这些区域生态环境恶化较快,风险不断提高,
需要对这些区域重点加强监管力度,防止其进一步退

化,以维持区域环境的稳定。区域土地利用生态风险

整体呈增高趋势。
(4)从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下的生态风险演变规

律来看,耕地、建设用地、水域分布地区整体上受生态

风险胁迫程度较轻,而草地、林地更容易遭受生态风

险影响,未利用地所在区域的生态风险最高。从生态

风险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响应弹性系数不断减小可以

得出地类变化对生态风险的影响程度在不断减小,生
态风险的影响因子更趋于多元化。

本文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宏观背景与“山水林田

湖草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出发,基于景观格局指数构

建指标体系对江夏区土地利用生态风险进行评价,并
进一步探究土地利用类型与生态风险间的内在联系,
为江夏区未来一定时期内的生命共同体系统治理提

供理论依据。通过研究发现江夏区作为武汉市的近

郊区与城乡融合发展区,近年来城市化建设不断推进

使得大量耕地、林地、草地等生态用地转出建设用地,
原有完整景观格局呈现破碎化,生态系统稳定性降

低,受人为干扰后易损程度大,生态风险持续增大。
按照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总要求,对新增建

设占用农用地行为必须谨慎对待,严格控制城镇空间

的无序扩张,确定城镇开发边界,以提高建设用地利

用效率为重点,发挥建设用地的集聚规模效应。加快

落实“三区三线”划定工作,将由耕地资源单要素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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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山水林田湖草全要素保护转变。本研究仅从景观

格局角度进行生态风险评价,缺乏对区域地形地貌、
气候环境、社会经济因素等方面的综合考虑,得到的

结果不具有绝对性与代表性,但利用景观格局指数研

究土地利用生态安全格局仍具有可行性。下一步的

研究重点应探讨影响生态风险变化的不同驱动力与

多尺度下的生态风险评价,并针对性地提出合理有效

的生态管理建议,为指导区域“三区三线”划定工作,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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